
第１６卷第３期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Ｖｏｌ．１６Ｎｏ．３
２０１６年５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Ｍａｙ　２０１６

代工企业的国际联盟与升级绩效实证研究

马海燕，熊　英

摘　要：本文旨在探索代工企业与国际领导企业 “弱＋强”不对称联盟中，哪种类型战略联盟、在何种

情境下有利于促进代工企业升级绩效。采用全球价值链理论和利用性———探索性范式，将战略联盟类型划分

为利用性联盟和探索性联盟，升级绩效划分为价值攫取和知识获取，基于１６１家代工企业的问卷调查和分析，

得出如下结论：（１）利用性联盟对代工企业价值攫取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探索性联盟与价值攫取显著负相关；

但是在强关系治理情境下，探索性联盟比利用性联盟更具有显著的价值攫取效果。（２）无论探索性联盟还是

利用性联盟，也无论是否处于强关系治理情境下，国际联盟对代工企业知识获取的积极作用并未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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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企业转型升级一直是中国经济调整结构、促进发展的主题，是当今中国管理领域的重大实践，
也是新兴经济体最重要的企业行为［１］。代工企业升级不仅包含价值链条中所负责环节的产品质量、
制造效率和跨价值环节的复合技能等属于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也包含对全球价值链租金等属于价
值分配控制权的提升。因此，代工企业升级并非摆脱全球价值链嵌入，而是实现更深入、更高端的
嵌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得力的联盟合作伙伴，构建优势共享、资
源互补的联盟关系，成为价值链不同环节的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长期以来，组织间联盟
（Ｉｎｔｅｒｆｉｒｍ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被视为组织学习、获取合作伙伴知识和能力的渠道［２］以及获取利润产出的重
要方式［３］。凭借劳动力成本优势、大规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大国优势，中国制造业通过代工方式
从低附加值的制造环节切入全球生产网络。与国际领导企业构建战略合作关系被认为是中国企业踏
入在国内市场不能达到的先进技术领域［４］（Ｐ３），成为高端产品出口商的主要途径［５］，是中国代工企
业实现升级的重要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代工企业嵌入的全球价值链常常是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网络，呈现

“弱＋强”的非对称特点，具有典型的方向性。这种组合在宏观面上实现了参与成员的互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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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制造企业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所获取的国外中间品投入推动了出口

技术复杂度的提升［６］，中国逐渐成长为世界制造基地和进出口贸易总额稳居前两位的贸易大国。但
是微观层面上的国际代工联盟对代工企业升级的影响存在争议：一种认为发展中国家参与者在发达
国家链主企业的阻碍下被锁定在低附加值环节，甚至陷入表面上生产和就业不断增长，而经济活动
的报酬却在不断降低的 “悲惨增长”境地，陷入 “低端锁定”［７］［８］［９］。另外一种认为代工企业参与
全球价值链，通过吸收知识溢出、声誉溢出中能够实现 “量与质并举”［１０］［１１］［１２］。
在战略联盟研究领域，Ｋｏｚａ等根据企业构建联盟导向／动机的不同，将战略联盟划分为利用性

联盟和探索性联盟两种类型［１３］。近年来，战略联盟领域与利用性———探索性范式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ｅｘ－
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相融合的研究发展迅猛。Ｙａｎｇ　Ｈ．等号召从多产业、多维度绩效等方向展开
对该领域的研究［１４］。随着战略联盟研究不断深入，学者们发现交易个体并不单单以经济利益为目
的，而是更多转向彼此间的关系互动和相互信任等，即通过关系治理建立企业间的合作优势［１５］，
国际代工联盟也呈现出从俘获掠夺型走向伙伴关系型的趋势，基于信任和合作的关系治理可能成为
战略联盟和代工企业升级绩效的调节变量。
出于上述考虑，本文立足于代工企业视角，试图寻找哪种类型的战略联盟、在何种情境下有利

于提升代工企业升级绩效，即将问题聚焦于：不对称国际联盟中，不同类型联盟如何影响了资源弱
势代工企业的升级绩效？强关系治理是否能够提高不同类型国际联盟中代工企业的升级绩效？本文

以战略联盟与利用性———探索性范式相融合的相关研究为理论基础，将新近的企业联盟类型与财务
绩效的关系研究置于国际代工情境，并将单一企业财务绩效拓展到价值和能力二维升级绩效。本文
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在梳理、归纳、总结相关文献基础上提出本文研究假设；第二部
分介绍问卷形成、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第三部分运用ＳＰＳＳ进行实证检验，分析利用性联盟和探
索性联盟对代工企业升级绩效的影响，并从关系治理角度检验这种影响效应的权变情境；最后是本
文的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回顾及假设提出

（一）国际联盟类型与代工企业升级绩效
随着全球价值链深度和广度上的不断发展，代工已经成为一种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跨国专业化

合作方式。资源依赖和挖掘互补性是双方战略联盟的基础动机：国际品牌客户需要充分运用代工企
业基于制造的产品和成本优势；代工企业则力图通过与国际客户合作实现资源获取、能力提升，代
工国际联盟是一种组织间战略合作。一直以来，组织间战略关系的理论研究倡导在激烈竞争环境
中，联盟是企业，尤其是弱势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途径。
代工企业升级绩效内涵丰富，但在微观经济层面无外乎体现为价值攫取和知识获取两个维

度［１６］，其中价值攫取强调代工企业的利润水平、全球价值链租金或收益分配份额的增长；知识获
取强调代工能力提升、价值链环节的延伸等。力量不对称合作中，代工企业对国际客户的依赖往往
大于对方对自己的依赖，由此代工企业在合同设计、利益分配、组织间学习中受到制约。从代工企
业的角度，利用性联盟旨在通过与国际大企业合作杠杆利用既有代工能力，其本质是对现有制造能
力的开发与应用，是针对基于制造的知识、能力的提炼与拓展。与之相反，探索性联盟旨在通过与
国际客户合作搜索和发现新的机会，构建和培训新的能力，动态适应环境变化，其本质是对新能
力、新知识的追求。无论哪一种联盟方式，代工企业与国际客户，尤其是国际品牌客户合作的经历
能够为其带来声誉优势和可靠性担保［１７］，获得构建稳定交易关系的外部合法性［１８］［１９］，有利于代工
企业从国际合作中获得租金收益、能力和知识［２０］。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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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１－１：代工企业国际联盟中，利用性联盟与代工企业价值攫取正相关。

Ｈ１－２：代工企业国际联盟中，探索性联盟与代工企业价值攫取正相关。

Ｈ２－１：代工企业国际联盟中，利用性联盟与代工企业知识获取正相关。

Ｈ２－２：代工企业国际联盟中，探索性联盟与代工企业知识获取正相关。
尽管利用性联盟和探索性联盟都可能促进企业升级绩效，但是由于二者遵循完全不同的逻辑，

在思维方式、组织管理方面完全不同，具有竞争性和排斥性，会产生对企业稀缺资源争夺，在其他
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两类联盟会进行反复的自我强化［２１］。鉴于有限理性和资源约束，代工企业在
与特定客户合作中，同时进行利用性、复杂性较低的确定性学习和探索性、复杂性极高的不确定性
学习极具挑战性。事实上，我国代工普遍属于中小企业规模，缺乏与特定客户合作时同时采用双元
联盟的资源和能力。
在价值攫取方面，相对于利用性联盟，代工企业采用探索性联盟面临更大风险。首先，探索性

联盟具有不确定性，风险性高［２２］。我国代工企业具有产品技术含量低、运营资源相对较少、抗风
险能力弱的特点，对探索性联盟价值创造失败可能缺乏承受能力。尽管代工企业与国际客户构建探
索性联盟可能通过创新性行为带来高价值回报，在竞争压力下，大部分代工企业乐意为发展客户需
要的代工业务投入专用性资产，以释放合作诚意，维持与重要代工委托方之间的合作关系［２３］。这
种代工能力专用性面临投机主义风险，产生对国际客户的专用性依赖，在与国际客户谈判中削弱代
工企业的讨价还价权力，使得在关系租金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与之相反，利用性联盟是运用和延
展代工企业擅长且熟知的领域与国际客户资源和能力实现互补，其过程和产出相对确定，收益变化
波动较小。其次，国际客户常常会因为价值分配上的考虑而战略性地选择产出相似而讨价还价能力
相对弱的代工企业合作。代工企业作为弱势方处于社会网络的边缘地位，缺少信息来源和声誉保
障，具有担心价值分配风险的自然担忧［２４］。利用性联盟往往对风险承担和收益分配具有事先的明
确界定，而探索性联盟中，涵盖实验、摸索的过程，其合同设计相对模糊，尤其是当对产权和利润
分享条款比较模糊时，代工企业缺少国际客户企业的专利保护等措施，缺乏争取价值分配的有效手
段。可见，无论是价值创造还是价值分配过程，探索性联盟风险性更大。
在知识获取方面，利用性联盟与探索性联盟知识转移的质量不同，前者以易于理解的方式方法

来应用现有代工能力，更加注重对竞争优先权的提炼、应用与延伸，知识转移通过培训、派专家指
导、技术文本等方式，围绕产品开发、质量提升、成本控制、工艺流程、内部管理等展开。探索性
联盟本着整合和共享各自知识平台的意愿，知识转移可能通过交流和培训以及工作访谈等面对面的
方式来实现，整个过程中代工企业能有机会接触到涉及与代工项目相关的经验、诀窍、技能、信
念、心智模式和洞察力，这些难以编码的隐形知识以及国际合作方诸如创意形成、架构控制、品牌
管理、市场渠道建设等价值链拓展知识。这些高质量的知识溢出并非国际客户主观意愿，常常取决
代工企业的学习意识和吸收能力。在探索性动机下，代工企业具有主动获取更高质量、异质知识的
意识，具有较强的评价、同化及应用外部新知识的吸收能力，可以促进对跨国公司知识溢出的获取
和利用［２５］。代工企业为了实现探索性联盟，有时宁可接受单薄的利润，寄希望于与其能够建立后
续合作，获得项目间的知识溢出效应；提升能力，获取知识或声誉，扩展客户范畴，从未来交易或
和其他交易伙伴身上得到价值补偿。据此，进一步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３：代工企业国际联盟中，利用性联盟比探索性联盟更有利于促进代工企业价值攫取。

Ｈ２－３：代工企业国际联盟中，探索性联盟比利用性联盟更有利于促进代工企业知识获取。
（二）关系治理对国际联盟与代工企业升级绩效的调节
战略联盟既要协调资源、推动知识共享和知识交换以达成联盟目标，同时也得减少机会主义行

为风险、避免有价值技术和知识的无意泄露。在不对称合作中，有利的治理结构能够减轻弱势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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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风险。交易成本经济学主张运用正式治理机制应对交易风险。社会网络理论学者批判交易成本
经济学从单个行为主体成本最小化为出发点［２６］，关注非社会化、非情境化的算计式经济考量，主
张补充非正式措施采用基于承诺、信任等因素，转向彼此间的关系互动和相互信任，通过关系治理
建立提高信任构建和社会认同，发挥联盟企业间的合作优势，提高合作绩效。与合同治理主要通过
正式结构和第三方约束不同，关系治理通过非正式结构和参与各方的自我约束来实现。
在国际代工联盟中，权力和地位不对称会带来信息不对称，正式治理和关系治理两种治理机制

都有可能促进联盟中的知识流动，减少不对称合作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和分配风险［２７］，都被认为是
战略联盟成功的有效方式。但是在关系治理下，探索性联盟对代工企业升级绩效的优势更为明显。
原因如下：在强关系治理中，信任会成为自我监督机制，使得合作双方倾向于遵守联盟规范。信任
关系和重复性交互会为双方知识整合营造和谐氛围，交易各方彼此愿意共享有关信息。信息共享有
助于解决问题和相互调适，降低国际客户短期机会主义行为，有助于促进知识转移的效率，促进知
识合作、缓解知识竞争，促进知识溢出［２８］。此种情境减轻了代工企业自我核心知识被国际客户攫
取的担心。相较于探索性联盟，利用性联盟更侧重于不同技能和知识的互补，知识交互和一体化程
度相对较低。因此，从弱势代工企业知识保护的角度看，关系治理对代工知识获取的促进作用在探
索性联盟中更为明显。
当代工企业与国际客户之间采用强关系治理时，较高的情感契约以及交互投入程度会提升双方

的关系专用性资产投入水平，提升机会主义行为的算计性与情感性成本，进而有助于抑制关系成员
的机会主义水平。在价值创造中，强关系治理中的互利性行为能够提高效率，有助于对未预期的事
件和结果的相互调适，通常可以创造出远高于自利性行为的价值，更有利于关系整体价值的提升。
在行为层面，倾向于对未来发展的共同规划 （Ｊｏｉｎ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和冲突矛盾的联合求解 （Ｊｏｉｎｔ　Ｐｒｏｂ－
ｌｅｍ　Ｓｏｌｖｉｎｇ）。探索性联盟价值创造的波动范围比较大，潜在最大实现价值超过利用性联盟相对中
庸但稳定的价值。关系治理能够推动探索性联盟实现较高的价值收益。强关系治理下，国际代工联
盟的价值分配中国际客户更倾向于运用友好而非谈判权力来解决，短期内的关系租金分配则基于信
任和惯例，具有一定程度的互惠性，对长期性的只签订框架性协议。相较于利用性联盟，探索性联
盟具有更高的不确定性。强关系治理能够有效减弱代工企业的潜在分配风险，这种价值保护效应在
探索性联盟中更为突出。
从治理成本的角度看，国际代工业务常常需要投入专用性资产，存在资产专用性风险；权力不

对称也伴随着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国际代工联盟过程中也可能会发生各种风险。当资产专用性
风险和不确定风险比较高时，起草、制定和执行合同的成本高昂。因为复杂的合同需要详尽地规定
交易伙伴各方应采取的行动、所承担的义务和所担任的角色，详细规定监督合同执行的程序、规则
以及对违约行为的惩罚，确定合同的结果或产出［２９］。探索性联盟的目标实现和过程创新具有高度
不确定性，需要根据知识和发现过程进行调适，在合同设计上结构化这些过程需要付出额外的成
本，相较于正式治理，关系治理的成本显著降低。
综上，关系治理能够提升代工企业知识获取机会，同时可以降低探索性联盟中代工企业在价值

创造和价值分配中的风险，降低联盟的治理成本。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１：代工国际联盟强关系治理下，探索性联盟与代工企业价值攫取正相关。

Ｈ３－２：代工国际联盟强关系治理下，探索性联盟比利用性联盟更益于代工企业价值攫取。

Ｈ４－１：代工国际联盟强关系治理下，利用性联盟对代工企业知识获取正向关系会增强。

Ｈ４－２：代工国际联盟强关系治理下，探索性联盟与代工企业知识获取正向关系会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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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样本选取及问卷收集
本研究选择代工制造业发展最为典型的广东省为调研区域，以广东省内给国外品牌客户代工生

产的制造类企业为调研对象，包括家具、服装、制鞋、机械设备、电器、电子产品等行业。根据以
往相关研究的处理方式，为了增加受访精确性，要求受访者选择最近五年内所负责的国际合作中选
择业内地位相对最高的客户予以作答 （指明可以包含中国香港客户）。由于相关政府部门的公开统
计数据中没有针对性收集代工企业信息，而且代工企业向来对科学研究调查配合程度低，调研难度
较大。国内采用问卷调查研究代工企业的文献中样本量往往都不大。为了获取更多的样本数据，本
调查主要采用了如下两种途径：一是委托咨询公司发放和回收问卷，时间跨度为三个月，在位于珠
三角和长三角地区里代工企业中随机抽取２００家企业发送电子问卷和纸质调查资料包。在受访者选
择方面，本研究主要选代工企业国际客户关系或者销售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进行相关访谈与问卷发
放，处于这些职位的管理者通常对于企业国际合作状况有比较充分的了解，有助于提升调查所获得
的信息质量。为防止对问卷的理解有偏差，保证问卷的回收率，由事先经过专门培训的调查员采取
通过电话、邮件和上门拜访等的方式强调了本课题的重要性及实用性，保证他们的回答会以匿名处
理。实际回收问卷１２３份，剔除无效问卷１５份，实际有效样本１０８份。二是在同一时间段内进入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 （简称广交会）上发放问卷，在出口展区的企业名录中对来自广东省
的制造企业随机抽取了８０个调研对象，５３个符合条件的企业参与此次调研。在确认从事代工业务
和熟悉国外客户关系的管理者在场，访谈之后填写问卷，并对访谈和问卷中不一致的问题当面沟
通。通过参展名录相关资料，比较了参与调研企业和未参与调研企业，在资本总额和员工人数上并
未有显著差异。通过对两种途径回收的问卷进行样本数据的差异性分析，未见显著性差异，于是将
问卷合并使用。最终共计１６１份有效问卷。

（二）变量测度

１．因变量。代工企业升级绩效体现为价值攫取与知识获取，本文主要基于国内外相关文献和
成熟量表来测量。代工企业的价值攫取通常体现产品利润率。鉴于调研中获取特定关系带来的利润
率在会计账目上的难度、保密条约的限制以及回顾性调查带来的偏差，本研究没有采用具体的财务
数据指标作为测量方式，而是采纳俞荣建的研究，通过与特定国际客户合作前后的自身利润率对
比、与竞争对手利润率的横向对比来衡量，问项分别为 “得益于与该客户合作，本企业相比过去，
产品利润率得以明显提升”、“得益于与该客户合作，本企业相比竞争对手，产品利润率得以明显提
升”。代工企业知识获取体现为通过与特定国际客户合作，代工企业在多大程度上获得了能力提升。
本文采纳俞荣建的研究，将代工企业知识获取设定为从特定客户获取知识为基础所建构的能力，能
够明显帮助代工企业提升与该客户的讨价还价权力，或者能够应用到其他客户或市场，并预期由此
可以获取丰厚利润。因变量问项卷采用李克特五分量表。

２．自变量。根据联盟信息将每一对国际代工联盟归为探索性联盟或利用性联盟。结合代工企
业的特点，采纳Ｙａｎｇ　Ｈ．Ｂ等的分类，调研企业与特定国际客户合作的主要动机在于获得非制造环
节的上下游能力，包括研发设计、下游市场开拓、品牌构建与管理的合作视为探索性联盟，主要动
机在于充分利用制造能力则视为利用性联盟。将两种联盟进行哑变量处理。

Ｚａｈｅｅｒ等将关系治理分为结构和过程两个维度［３０］。两个维度操作化都采用了成熟量表：联盟
企业间关系质量的测量采用问项包括：本企业与该国际客户的合作中，我们有理由认为该合作伙伴
会避免损伤我方的利益、不会机会主义行事、合作伙伴不会利用我们、合作伙伴总是遵守承诺；联

—９０１—

马海燕，等：代工企业的国际联盟与升级绩效实证研究



合行动的测量则包括公开和非公开的沟通渠道、本企业和合作企业经常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沟通、本
企业和合作企业间经协商在重大问题上能达成一致。

３．控制变量。为了准确分离出自变量对代工升级绩效的影响，根据代工领域相关文献，本文
还需要考虑其他影响代工升级绩效的控制变量。（１）代工企业规模，采用员工人数进行衡量。根据
吴斯丹等对代工企业规模的测量，将其分为五档：分别为少于５０人以下、５１～２００人、２０１～５００
人、５０１～１　０００人、１　００１及以上［３１］。（２）国际代工经验，先前研究表明代工企业国际化合作经验
影响了其国际合作行为和绩效。以首次与国际客户合作为起点，到最后一次国际合作结束的合作年
限来衡量，分为五档：分别为大于３年、３～５年、６～９年、１０～１３年、１４年及以上。（３）行业技
术层次。根据Ｌａｌｌ［３２］出口技术行业分类，剔除了初级产品和资源型制成品，列出了低技术产品，
包括纺织产品、服装等；中技术产品包括商业及客用车辆、摩托车及零件等和合成纤维、化工产
品、颜料、合成肥料、钢材等，高技术产品包括电子电力产品、办公自动设备。

四、实证结果

（一）信度、效度及描述性分析
研究基本上采用了较成熟的量表，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问卷的效度与信度。经过与相关专家磋

商并根据他们提出的建议对相应的问卷进行了调整，形成初步调查问卷，并以８家长期跟踪的代工
企业为对象进行了预调查，微调后形成最终问卷。各研究变量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值各项均高于０．７０，
这说明各研究变量均有着较高的信度。测量项目在其所测量的变量上的标准化载荷系数均大于等于

０．７０，在统计上显著，说明各指标变量具有较高的收敛效度性。为避免潜在的多重共线性，计算各
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其中最大的值为４，低于１０这一上限值，说明变量间不存在显著的多重共
线性。统计模型中所涉及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矩阵如表１所示，其中与价值攫取显著相关的
变量是利用性和探索性联盟、关系治理与代工企业技术水平；与知识获取显著相关的变量有利用性
联盟、关系治理、企业规模与代工企业技术水平。

表１　样本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一览表

均值 标准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１．价值攫取 ２．７５　０．９５１　 １ －０．０２５ 　０．２２２＊＊ －０．２２２＊＊ ０．４９２＊＊ ０．１３５ －０．０２５　 ０．２６０＊＊

２．知识获取 ２．６６　１．２７０ －０．０２５　 １ －０．２２２＊＊ ０．２２２＊＊ ０．２６１＊＊ ０．３７１＊＊ ０．１３８　 ０．１９３＊

３．利用性联盟 ０．７１　０．４５３　０．２７２＊＊ －０．２０＊＊ １ －１．０００＊＊－０．４３４＊＊ －０．３９６＊＊ －０．０８６ －０．１２９
４．探索性联盟 ０．２９　０．４５３－０．２２２＊＊ ０．２２２＊＊ －１．０００＊＊ １　 ０．４３４＊＊ ０．３９６＊＊ ０．０８６　 ０．１２９
５．关系治理 １．７０　１．０４９　０．４９２＊＊ ０．２６１＊＊ －０．４３４＊＊ ０．４３４＊＊ １　 ０．４６１＊＊ ０．０９２　 ０．３０３＊＊

６．企业规模 ２．９６　１．１４０　 ０．１３５　 ０．３７１＊＊ －０．３９６＊＊ ０．３９６＊＊ ０．４６１＊＊ １　 ０．０６５　 ０．２８８＊＊

７．国际代工经验 ３．１１　０．９８５ －０．０２５　 ０．１３８ －０．０８６　 ０．０８６　 ０．０９２　 ０．０６５　 １ －０．４０３＊＊

８．技术水平 １．９０　０．８０８　０．２６０＊＊ ０．１９３＊ －０．１２９　 ０．１２９　 ０．３０３＊＊ ０．２８８＊＊ －０．４０３＊＊１
Ｎ＝１６１．＊＊．在．０１水平 （双侧）上显著相关。＊．在０．０５水平 （双侧）上显著相关。

（二）模型分析与结果
模型分析分别以价值攫取与知识获取为因变量，运用ＳＰＳＳ软件展开。模型１、模型２和模型３

以价值攫取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如表２所示）。在模型１中，仅引入探索性联盟、利用性联盟
以及三个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模型整体统计意义显著，代工企业利用性联盟与价值攫取正相关
（Ｐ＝０．０４７＜０．０５），Ｈ１－１得到支持。企业本着充分利用制造优势的动机，在利用性联盟中能够
获得相对稳定的价值收益。与理想性的假设相反，并非两种联盟形式都能提升价值攫取可能性，探
索性联盟与价值攫取显著负相关 （Ｐ＝０．０００＜０．０５），拒绝了Ｈ１－２。可能的原因是：代工企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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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客户基于创新和实验的合作，具有结果的不确定性、关系资产专用性风险等，可能出现联盟价
值无法实现的状况；代工企业并未致力于在探索性动机下从与同一个战略伙伴获取知识溢出或声誉
溢出的同时获得利润增长，而可能为了长期的发展，愿意降低自己的短期经济报酬，而诉诸于同一
战略伙伴的长期发展或者在与其他客户的合作中获取利润补偿。因此，相较于探索性联盟，只有利
用性联盟具有直接的价值攫取效果，Ｈ１－３得到部分支持。在控制变量上，企业规模与技术能力
都与价值攫取正相关，即规模大的、技术水平高的代工企业价值攫取能力更强。

表２　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Ｂ 标准误差 试用版
ｔ　 Ｓｉｇ ．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Ｂ 标准误差

标准

系数
ｔ　 Ｓｉｇ．

１ （常量） １．５０３　 ０．３６９　 ４．０７３　 ０．０００　４ （常量） ０．４０７　 ０．４９１　 ０．８３２　 ０．４０７
利用性联盟 ０．１０５　 ０．１２０　 ０．１４２　 １．７３０　 ０．０４７ 探索性联盟 ０．３６３　 ０．２２２　 ０．０７２　 ０．９１２　 ０．３６３
探索性联盟 －０．１１４　０．１６７ －０．１５０－１．２７８　０．０００ 企业规模 ０．００１　 ０．０９２　 ０．２８０　 ３．３７４　 ０．００１
企业规模 ０．１４７　 ０．０６９　 ０．１７７　 ２．１２５　 ０．０３５ 国际代工经验 ０．０２４　 ０．１０５　 ０．１８６　 ２．２８７　 ０．０２４
国际代工经验 ０．１１０　 ０．０７９　 ０．１１４　 １．３９５　 ０．１６５ 技术水平 ０．０３７　 ０．１３３　 ０．１７８　 ２．１０５　 ０．０３７
技术水平 ０．３５２　 ０．１００　 ０．２９９　 ３．５２５　 ０．００１

２ （常量） １．７１５　 ０．２９２　 ５．８７０　 ０．０００　５ （常量） ０．４２７　 ０．４９４　 ０．８６５　 ０．３８９
利用性联盟 ０．１１０　 ０．６７０　 ０．１２０　 １．９２４　 ０．０４２ 探索性联盟 ０．１６７　 ０．２３３　 ０．０６０　 ０．７１６　 ０．４７５
探索性联盟 ０．１２２　 ０．１３８　 ０．１３５　 ０．１２２　 ０．０００ 企业规模 ０．２９８　 ０．０９６　 ０．２６８　 ３．０９９　 ０．００２
企业规模 ０．００６　 ０．０５７　 ０．００７　 ０．１０３　 ０．９１８ 国际代工经验 ０．２３１　 ０．１０６　 ０．１７９　 ２．１７０　 ０．０３２
国际代工经验 ０．００９　 ０．０６３　 ０．０１０　 ０．１４７　 ０．８８３ 技术水平 ０．２６２　 ０．１３８　 ０．１６７　 １．９０３　 ０．０５９
技术水平 ０．１４８　 ０．０８１　 ０．１２６　 １．８２２　 ０．０７０ 关系治理 ０．０５４　 ０．１０８　 ０．０４４　 ０．４９８　 ０．６１９
关系治理 ０．６２４　 ０．０６４　 ０．６８８　 ９．７６９　 ０．０００

３ （常量） ２．０５５　 ０．２８４　 ７．２２６　 ０．０００　６ （常量） ０．２０６　 ０．５０８　 ０．４０５　 ０．６８６
利用性联盟 ０．１１４　 ０．０７２　 ０．１２４　 １．７５５　 ０．０４０ 探索性联盟 ０．８０９　 ０．４４８　 ０．２８９　 １．８０８　 ０．０７３
探索性联盟 ０．１２９　 ０．２５０　 ０．１３７　 １．４２７　 ０．０００ 企业规模 ０．２６４　 ０．０９８　 ０．２３７　 ２．６９９　 ０．００８
企业规模 ０．０４７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６　 ０．８５４　 ０．３９４ 国际代工经验 ０．２１５　 ０．１０６　 ０．１６７　 ２．０２９　 ０．０４４
国际代工经验 ０．０３３　 ０．０５９　 ０．０３４　 ０．５５６　 ０．５７９ 技术水平 ０．２６６　 ０．１３７　 ０．１６９　 １．９４６　 ０．０５４
技术水平 ０．１４２　 ０．０７７　 ０．１２０　 １．８５０　 ０．０６６ 关系治理 ０．３０３　 ０．１８３　 ０．２５１　 １．６５３　 ０．１００

关系治理 ０．２３９　 ０．１０３　 ０．２６４　 ２．３３３　 ０．０２１
探索性联盟

＊关系治理
－０．３５５　０．２１２ －０．３７４ －１．６７７　０．０９６

探索性联盟

＊关系治理
０．５４７　 ０．１１８　 ０．７７０　 ４．６１７　 ０．０００

ａ．模型１、２、３因变量：价值攫取 ｂ．模型４、５、６因变量：知识获取

模型２中，加入了调节变量关系治理，关系治理与价值攫取的相关系数呈正向显著 （Ｐ＝０．０００
＜０．０５），Ｈ３－１获得支持。探索性与价值攫取的相关性呈正向显著，且相关系数超越了利用性联
盟与价值攫取的相关性。模型调整Ｒ２从０．１５３上升到０．４７２，拟合性增强。进一步以关系治理取
值２．５为割点进行ｔ检验，结果表明利用性联盟、探索性联盟、企业规模与价值攫取的相关系数有
显著差异。模型３中，加入了探索性联盟与关系治理的交互变量，模型统计上具有显著性，调整

Ｒ２进一步提高到了０．５３４。ｔ检验表明关系治理的高低不同，探索性联盟与价值攫取的相关系数有
显著差异，Ｈ３－２得到支持。
模型４、模型５和模型６以知识获取为因变量的回归分析 （如表２所示）。模型４中，放入探索

性联盟、利用性联盟以及三个控制变量，统计结果显示企业规模、代工企业国际经验和技术水平都
与知识获取显著正相关，而代工企业利用性联盟并未进入模型，Ｈ２－１未得到支持。探索性联盟
与知识获取呈现正相关关系，但是在Ｐ的阀值为０．０５时并不显著，说明与同一交易伙伴合作，探
索性联盟与知识获取的相关程度不明显，故而 Ｈ２－２、Ｈ２－３在统计上并未得到支持。模型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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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关系治理这一变量，利用性联盟没有进入结果模型，可见利用性联盟并未带来知识获取，

Ｈ４－１没有得到支持。模型６增加探索性治理与关系治理的交互项，但是探索性联盟与知识获取的
关系都不显著。即使当Ｐ的阀值设置为０．１，一定程度上放宽误差容忍度，结果并未有显著变化，

Ｈ４－２也没有得到支持。
两种代工国际联盟都没能像理论推演带来预期的知识获取方面的升级绩效。在嵌入全球价值链本

土企业是否获得了 “质”的进步这一具有争论性的议题中，所采集的样本数据支持的观点是：代工企
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存在俘获现象、处于贫困化 “低端锁定”，而并未在与国外企业合作中实现明显地
知识溢出、声誉溢出，也没有在企业实践中普遍实现 “量与质并举”。本研究尝试从两个方面对此进
行剖析：从力量失衡的权力逻辑看，在国际代工联盟中，当双方权力悬殊，有经验的国际客户具有知
识转移内容的决定权，并且有可能会采取严格的知识管理、知识产权封锁等防御措施，阻碍知识溢
出。只有当企业规模增强、国际合作经验提升，或者技术水平较高、吸收能力和讨价环节能力增强，
才能实现获取知识的目的。从竞合关系角度看，知识治理界面既存在基于信任与关系的合作，也存在
进攻与防御的动态竞争。国际代工联盟中，随着制造环节竞争的加剧，代工企业升级压力和动力增
加，探索性动机明显，而国际客户参与联盟的动机有可能完全不同，双方在联盟动机上并未实现一
致。国际客户基于利益考虑，会精妙地利用代工企业的探索性动机，在获取代工企业互补性资源和能
力的同时，有意识地采用措施保护知识、诀窍的溢出，甚至打压代工企业的探索性努力。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战略联盟理论和利用性———探索性范式，构建了不同导向的联盟类型、关系治理和代
工企业升级的概念模型，统计分析的研究结果表明：代工企业采用探索性联盟和利用性动机对升级
绩效的影响不同。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利用性联盟能够提升代工企业价值攫取的可能性，而
探索性联盟可能损害代工企业的价值攫取。但是在强关系治理情境下，探索性联盟比利用性联盟更
有利于代工企业攫取价值。另外，探索性联盟与知识获取正相关，但统计意义并不显著。且无论是
探索性联盟还是利用性联盟，也无论是否处于强关系治理情境下，国际联盟对代工企业知识获取的
积极作用并未得到支持。
一般认为，相对于国内代工企业，参与国际联盟的代工企业面临比国内市场容量更大的国际市

场，尤其当联盟对象为发达国家品牌企业时，代工企业在联盟沟通和满足客户需求中更易于获得知
识传递机会、较高的经济回报，实现升级的可能性更大。这种经济价值攫取背后的传导机制往往被
称为 “联合价值创造效应”，即联盟中关系成员企业以增强整个合作安排的累积价值为最终目标；
知识获取背后的主要传导机制则是 “干中学”或 “出口中学”。大量经验研究表明，无论是国家层
面还是企业层面，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所得存在较大的差异，升级绩效的实现因主体和情境的差异呈
现出多样性。在利用性联盟中，更多的是基于双边差异性能力的互补性，是代工企业已有制造能力
的自然发挥和国际客户设计、品牌或市场优势的范围扩张，联盟伙伴都致力于价值协同创造与共同
目标的达成，因而也更有利于代工企业价值攫取。而在探索性联盟中，由于诸多不确定性和对创新
能力的需求，联盟主体会关注如何这一冒险旅程中降低损失、攫取更大的利益份额，国际品牌客户
也会更加谨慎，处于弱势的代工企业越难以实现价值攫取。进一步地，国际客户也会利用代工企业
在探索性联盟中宁可舍弃价值攫取而诉诸知识获取的意图，吞噬联盟所创造的价值。当代工企业从
制造环节走向其他环节的知识获取中，会触及到联盟伙伴的核心能力，代工企业会从国际客户伙伴
角色成为其潜在的竞争对手，从而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联盟中的知识获取效应。相较于利用性联盟，
在探索性联盟中国际客户对知识溢出更为谨慎，加之双方的知识差距对知识吸收的影响，更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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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获取方面的升级绩效。
根据上述实证检验结果，本研究为代工企业在实践方面提供了如下启示：

１．国际战略联盟是制造企业融入价值链的途径，为代工企业升级提供了机会，但并不必然带
来代工企业升级。制造企业的管理者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第一，通过国际联盟带来的经济利润容易
让企业迷恋于此而难形成鸿鹄之志。在全球价值链中仅仅关注价值攫取，会损害知识获取和长远发
展能力。基于制造能力带来的利润，诱导代工产业专注低端环节，压制了企业在能力构建上的内驱
力；行业的低进入壁垒，使得代工领域的租金迅速耗散，代工企业也无法积累足够的资金进行自主
品牌建设，如此循环往复，产生锁定效应。第二，国际联盟中无意识地知识分享、交往中的知识溢
出有可能为代工企业能力发展提供机会，但并不能成为知识获取的机制。制造企业需要有长期发展
的战略愿景，具备较强的学习意愿和较多的学习投入，才能提升知识创造和知识吸收的能力。在此
前提下，企业间的互动和信任等关系资本才能增进知识溢出和发挥学习效应。

２．代工企业可以从时间轴和客户类型二维出发，主动设计合理的国际代工客户网络，巧妙编
织利用性和探索性客户群，充分运用网络内的互补和协同效应。在没有构建起基于信任和分享的关
系治理时，利用性联盟比探索性联盟更适合处于弱势的代工企业；而在强关系治理的客户网络中，
探索性联盟比利用性联盟更有利于代工企业的价值攫取。相较于利用性联盟，探索性联盟与知识获
取呈现出正向相关性，当代工企业与国际客户能力差距不大、具有高的学习意愿和吸收能力，代工
企业有可能产生明显的知识获取效应。

３．代工企业有必要重视联盟中的关系治理，构建充分发挥关系治理作用的机制。相较于市场
性治理、俘获性治理或者掠夺性，关系治理能够让代工企业在探索性联盟的价值分配中获取一杯
羹，且有可能让探索性联盟正常发挥出知识溢出效应，并使得代工企业通过 “干中学”形成知识和
能力的积累。代工企业要注重行业声誉，提升企业信任水平，重视关系治理的作用。由于代工企业
先天带有 “被选择”的色彩，组织间治理能力较弱，需要构建发挥关系治理效用的微观机制。
从整体上看，本研究还存在如下局限性：首先，本研究在样本和数据方面存在不足。本研究的

样本主要来源于广东省，这使得所调查的样本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地域特征和局限；尽管作者已
经尽可能通过多种渠道收集数据，但样本数依然不是很高。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影响到本研究的外部
效度。第二，本研究采取回顾式的调查设计方法，调研中需要收集与特定客户合作的效果。根据已
有研究的相关处理，限定为近五年来的合作伙伴。但是难于避免此种调查可能出现的幸存者误差和
可能的后视偏见，可能会影响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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